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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郑观应的道器观 

王思思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化） 

【摘  要】道器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郑观应在继承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新的道器观，这具有着开启民智的启蒙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郑观应  道器观  意义 

一 古代中国传统的道器观 
道器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语言中，

所谓道，本指人行之路，因而具有必须遵守的规范的含义，
后引申为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本义则指器
皿，后引申为有形象的，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最早提出道
和器这对范畴的是《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易传》虽然并未深入探讨道器的关系，但“形
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的提出蕴含着深
刻的思想，以致影响了中国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 
道与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并受到充分重视是在宋明时

期。张载提出以气化为道之说：“由气化，有道之名”，认为
道是气的变化的过程。与张载同时的二程则坚持以理释道。
程颢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
之道。”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
一阳，道也”。张载与二程的不同在于：张载认为气是第—性
的，理从属于气。二程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气从属于理，从
而使理气孰为根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张载以气化
为道，二程则以理为道，于是道器问题转化为理气问题。理
学集大成的朱熹对于理气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在《答黄道夫》
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
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同时，朱熹
对道器也作了较为透彻的阐释：“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
以下底实，便是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
器是行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行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

有道，物必有则。”朱熹认为道是形而上，器是形而下，道与
器是互相依托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到了明末清初，王船山又作了深刻的发挥：“天下惟器而

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在王船山那里，
道与器是相离的，二者关系变成了器在道先，道在器中，有
器才有道，有道不一定有器。他还指出，“器”与“道”都有
一定的时代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
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
王夫之的道器观突破了“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认为道与
器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他提出的“天下惟器”观点，
又将理气问题归结为道器问题。 
因此古代中国的道器观经历了由道器之辨到理气之辨，

再又回归到道器之辨的历程。 
二 郑观应的道器观 
清末郑观应的道器观受王韬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郑观

应把《易言》寄给王韬，请其帮忙“就正”。夏东元就在他所
写的《郑观应传》中认为，《盛世危言》中《道器》篇的出现
与王韬为《易言》所作的跋文有直接的联系。王韬在跋文中
说：“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
也，而非道也。”“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
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中也说：“或问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余曰：道
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
非孔孟之常经也。” 

 
 

（上接第 9页） 
设计师从青花蓝中获取灵感，设计思维突破常规，同时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把
从青花蓝中吸取到的灵感运用到 T恤设计中。在 T恤设计中
应用传统元素，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大众接受，并使其
流行开，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的审美情趣，传播传统文化，
唤起大众的民族感情，让大众在心理上体验到文化的归属感
和历史的厚重感。 
青花蓝曾经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视觉设计及奥运宣传

的相关设计中大放光彩。青花蓝显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欣赏，而后就掀起了一场蓝色狂潮。
其实现代设计已经不乏青花蓝的设计装饰了。特别是蓝白相
映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我国对于蓝白色的配色经验由
来已久，从最常见的青花瓷器中就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蓝白配
色有多么悠久的历史了。蓝白相映显示出了高雅清逸，青花
瓷蓝白相映的写意墨分五色，吸收了绘画的笔墨，画意与气
韵相结合再加上白色的底面显示出了极浓的诗情画意。蓝白
相映，美在较深的蓝色中同时还含有紫色的成分，具有很重
的分量感、深沉感，含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一种淳朴和
时尚。蓝色与白色的搭配具有强烈的稚拙感与清新感觉，在
设计中能表现出很好的视觉效果，不管是包装还是 VI，或是

标志都能体现很好的视觉美韵。 
四 结语 
大量流传的民族色彩将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

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索的一个艺术领域，若能够在以后的设
计中巧妙地运用好这些民族色彩，将会让环艺设计增彩不少。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提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民族文
化尤为重要。在平面设计里，没有什么能比传统色彩的运用更
能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的了，它代表的是历史和现代，体现的是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展示给人们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魅力
和其所具有的艺术创作精神，用现代的设计精神和技术把古典
美与现代美结合，才能设计出更美的更有利于我们文化复兴的
作品，更能被世界认可。不但要认识的这些，今后还要做到这
些，环艺设计的路任重而道远，需要同人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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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在继承批判前人道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具
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道器观，即以中国之“道”御西方之“器”，
也就是说，在始终坚持中国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之“器”。
郑观应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旷世
之作《盛世危言》首篇《道器》篇中。 
1．郑观应以本末、终始的对比来区分道器，强调二者各

自的价值 

他指出道是第一位的，主要的；而器是次要的，器由道
所产生，并从属于道。“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既曰物
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终始’。
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因此，郑观应认为，作
为中国之“道”是远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比量的：“夫道
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
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
这里的“后天形器之学”指的就是西方之学，即技艺。郑观
应批判了洋务者们“舍本逐末”的做法，他赞同德相卑士麦：
“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
之本”的说法。他通过考察得知：“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
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2．郑观应通过体用来阐述道器 

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郑观应认为，“体
用”与“本末”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统一的。“中，
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
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
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郑观应认为，“体用”、“本末”
是世人安生立命的立足点，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的工
具，因而“体”是永恒不变的，而“用”需随时变易。郑
观应十分称赞张靖达关于西方具有“本末”、“体用”之说，
他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
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
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
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
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
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3．郑观应认为“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郑观应对西方耶稣教和中国儒教进行了比较，指出西方
耶稣教“精义不传”的原因在于“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认为西方文化远不及古代中国，其原因在于“盖我务其本，
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
之质。”但秦、汉以后，由于“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
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从而西方的“形器”
之学开始赶超中国。但是，郑观应认为：“昔我夫子不尝曰由
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
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
所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
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而
折入于孔孟之正趋”。“由博返约”，不但体现了郑观应以中国
之“道”御西方之“器”的主张，而且指出了孔孟之“道”
是西方之“器”的最终归宿，这为其提出改良主张提供了理
论依据。 
由于郑观应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因而他的道

器观中的“道”与“器”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价值的含意，
即道要高于器，西学只属于“器”的层面，只具有工具的价
值；而中国传统文化属于“道”的层面，具有本质的和基本
的价值。这是有别于理学体系中的道器观的。理学体系中的

道器观，是从逻辑上说道在器先，但这种优先地位并不包含
具有较高价值之意。 
三 郑观应道器观的现实意义 
首先，郑观应的道器观具有开启民智的启蒙意义。郑观

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指出其著述的目的在于“俾人人
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那么，作为《盛世危言》首篇的
《道器》篇自然会始终贯彻这一目的。启蒙，其实质就是开
蒙，指先觉者对后觉者或不觉者的提示、开导和唤醒。在清
末时期，当普罗大众仍囿于传统，对外来事物浑然不觉或知
之甚少的时候，郑观应的思想犹如一炬火把，为无觉者、少
觉者或后觉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它对后世，特别是
谭嗣同、梁启超、毛泽东等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张岱
年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中所说的：“中国启蒙运动
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
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
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
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应该说，郑观应是一位近代伟大的
思想家和启蒙者，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给世人
以启示。 
其次，郑观应的道器观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处于社

会主义改革新时期的中国，清末的郑观应的沉思和呐喊依然
具有着强烈的借鉴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
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
属于今天和未来。”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其效应必然会延伸
到今天及未来。郑观应在《道器》篇中为晚清王朝设想了一
幅“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
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的“中国梦”画面。2013年，国
家主席习近平也为中国规划了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实现
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虽然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不同于郑观应的“中国梦”，

但是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使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二者的差别主要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同的时
代“中国梦”的内涵不同，实现的途径也就不一样。面对当
时的中国社会，郑观应思考并探索的是如何救国、强国并身
体力行，这是郑观应道器观的永恒价值。我们需辨证地对待
郑观应的思想，继承和吸收郑观应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以
史为鉴，不断地从历史中挖掘其正能量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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